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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符号数量表征和符号分数表征的关系 

毛伙敏 1 刘琴 2 吕建相 3牟毅 4* 

（1 珠海中山大学附属小学，广东，519031 

2，3，4 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广东，51006） 
摘要 个体学习符号分数的一个关键是能对其数值形成准确表征。现有研究假设符号分数表

征的认知基础是人类自婴幼儿期就具有的非符号数量表征（如表征两个集合各自的数

量，或两个数量的比例）。其证据包括表征非符号数量(尤其是非符号数量比例关系)和

表征符号分数在行为和大脑神经活动层面上都表现出相关性。然而要说明非符号数量

表征是符号分数表征的认知基础，还需更多研究表明两者在数量概念上的独特相关和

因果联系，并阐明符号分数表征形成的认知机制。 

关键词 非符号数量表征，比例加工系统，非符号比例表征，非符号分数表征，符号分数表

征 

1 引言 

“这个口渴的孩子一口气喝了半瓶矿泉水。” 

“上周买的那堆橙子忘了吃，等想起来时发现已经坏了四分之一。” 

分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而且这一概念在儿童小学数学学习中也占有重要地

位。这是因为分数既是儿童对数的认识从整数扩展到有理数的关键一环，也为他们今后学习

代数等更复杂的数学知识提供基础(综述见 Siegler et al., 2013)。实证研究发现儿童的分数知

识确能预测其日后的代数以及一般性数学表现(Bailey et al., 2012; Mou et al., 2016; Siegler et 

al., 2011; Siegler & Pyke, 2013)。然而，分数学习对许多儿童而言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学生从

大约小学三年级开始学习分数，但美国的初高中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不能区分分数的数值大

小、将它们按数值排序或转换分数和小数(Bailey et al., 2014; Braithwaite & Siegler, 2018; 

Braithwaite et al., 2018; Jordan, Resnick, et al., 2017)。在我国，相当部分中高年级小学儿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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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确理解分数概念或准确表征分数数值(高瑞彦 等, 2018; 张丽 等, 2014; 高婷 等, 2016; 

刘春晖, 辛自强, 2010; 孙玉 等, 2016; 张丽 等, 2012)。分数难以理解可能是因为它跟整数

在许多方面不同，例如分数的数值不是单由分子或分母来决定而是取决于二者的比值关系；

分数不像整数那样有下一个唯一的数字（整数 2 的下一位是 3，但 1/2 的下一位则不确定）

等等(Jordan, Rodrigues, et al, 2017; Ni & Zhou, 2005; Siegler et al., 2013; 刘春晖, 辛自强, 2010; 

杨伊生, 刘儒德, 2008)。 

虽然学习由符号化数字（例如阿拉伯数字）表示的分数对儿童而言是一个挑战，但表征

数量以及数量之间比例关系的能力早在尚未掌握人类语言符号的婴幼儿期便已出现(即非符

号数量表征；Denison et al., 2013; Denison & Xu, 2014; McCrink & Wynn, 2007)。而且这样的

表征数量及数量间比例关系的能力在一些非人类动物物种中也能见到(Starr & Brannon, 2015; 

Vallentin & Nieder, 2008)。那么，非符号数量表征，尤其是对数量比例的表征，和儿童的符

号分数表征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这两者都是关于数量的表征，且前者远早于后者出现，那

么前者会是后者的认知基础吗?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本质上是在探究人类学习抽象复

杂的符号化数学知识的认知来源，而这是数认知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Jordan, Resnick, et 

al., 2017; Matthews et al, 2016; Siegler et al., 2013)。此外，厘清非符号数量表征和符号分数表

征的关系还能为针对分数的数学教育提供理论指导，并有助于发展出更有效的教学方法。例

如，如果非符号数量表征的确是儿童符号分数表征的认知基础之一，那么我们可以在教学中

对非符号数量表征能力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从而帮助儿童更好地学习符号分数(Gouet et al., 

2020; Matthews et al., 2016; Siegler et al., 2013)。 

本文旨在梳理现有探索非符号数量表征和符号分数表征关系的研究。这一类研究是目前

                                                        
† 在表征两个非符号数量关系的研究中，有的是指两个数量的比例（如红蓝点阵数量比例；在英文文献中

以 ratio 指称；DeWolf, et al., 2015），即是部分-部分关系；有的是指分数（如纯果汁的量占纯果汁加上水

的总量的比值；在英文文献中以 fraction 指称；DeWolf, et al., 2015），即是部分-整体关系。比例和分数这

两类表征在行为表现上乃至在认知机制上都可能有所不同(DeWolf, et al., 2015)；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

题。但这一区别在现有的很多研究中未严格区别；一些研究考察非符号数量比例（ratio 或 proportion）和

符号分数的关系，而另一些考察非符号分数（fraction）和符号分数的关系。为了避免引入繁复的概念术

语，本文用“非符号比例表征”统指部分-部分和部分-整体两类表征。本文的“比例”指代在广泛意义上

的数量之间的比值关系，且在这个意义上涵盖分数所指的部分-整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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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认知发展领域里非符号数量表征能力和符号化数学学习的关系问题这一理论框架中的必

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大研究框架中，有很多研究已检查了关于整数的非符号和符号数量表征

的关系，这些关于整数的发现及其争论为分数的非符号和符号表征研究提供了参照。例如，

研究者可对比检查在整数中看到的非符号和符号数量表征关系的发现以及争论是否在分数

中也存在，从而有助于形成更为全面的关于数量的非符号和符号表征关系的认识。本文先回

顾关于整数的研究，再介绍个体自婴幼儿期就具有的非符号比例表征能力，然后探讨非符号

数量表征与符号分数表征的关系。 

2 整数的非符号数量表征及其与符号化数学学习的关系 

人类自婴儿期起便具有不依赖语言的表征和加工数量的能力，本文称之为非符号数量表

征能力(Feigenson et al., 2004; Leibovich & Ansari, 2016; Spelke, 2017)。例如行为研究发现婴

儿可以区分或匹配不同数量，以及估算数量的加减结果(McCrink & Wynn, 2009; vanMarle et 

al., 2016)。大脑认知神经研究还发现婴儿在看两个不同数量的点阵出现时（如 8 个和 16 个

点子），大脑后顶叶区域会自发加工并比较数量差异(Hyde & Spelke, 2011; Hyde et al., 2010)。

除了婴儿外，儿童和成人也能在不依赖语言的情况下比较或估算数量(Hyde et al., 2016; Geary 

& vanMarle, 2016; Libertus et al., 2016; Wang et al., 2020)。比较心理学研究还发现许多非人类

动物也具有数量表征和加工能力，这指出非言语符号数能力的进化来源(Howard et al., 2019; 

综述见 Starr & Brannon, 2015)。 

一些研究者认为非符号数量表征能力是建立在一种不依赖于语言的数量表征系统——

“近似数量系统”(Approximate Number System, ANS; Feigenson et al., 2004; Gallistel & Gelman, 

2000)的基础上。ANS 对数量的表征是近似的，即是说它只是大致表征一个物体集合的数量。

例如在看到 10 个点子时，ANS 可能在头脑中表征数量为 10，也可能是 9 或者 11 等其他相

邻数量。而且，随着数量增大，ANS 表征越不准确。当两个数量的差异越小，它们对应的

ANS 表征就有更多重叠，因此就越难被区分。实验数据表明，数量区分的难易程度取决于

数量之间的比例距离（距离效应；Feigenson et al., 2004），这被视为是使用 ANS 表征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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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标志。此外，ANS 的数量表征准确性存在个体差异。例如有人能区分 8：9 的数量差别，

而有人只能在数量比例距离差别更大时才能区分。值得注意的是，ANS 一般用于表征比较

大的数量（>4）。当一组物体的数量不超过 4 时，人们可能会使用另一个认知系统来表征这

些物体 – 物体追踪系统(Object Tracking System, OTS; Feigenson et al., 2004)。OTS 能同时准

确表征和追踪一个较小物体集合（≤4）的每个物体，并用一一对应的方式来比较两个集合

数量的多少。因为在数量不超过 4 时 ANS 和 OTS 都可能被使用，为避免混淆，现有研究一

般使用大于 4 的数量来明确个体是使用 ANS 进行数量表征和加工。本文谈及的是基于 ANS

的非符号数量表征。ANS 既可以表征单个非符号数量（如本小节介绍）也可表征非符号数

量之间的比例关系（下文介绍）。需要注意的是，有研究者假设非符号数量比例表征可能不

基于 ANS，而是另一个专门处理比例信息的表征系统(Ratio Process System; Matthews & 

Chesney, 2015; Matthews et al., 2016)。但就现有发现而言，我们不能确定是否存在有别于 ANS

的比例表征系统（见下文对此假设的介绍和讨论）。 

现有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展示了 ANS 和符号数字学习的相关关系：儿童和成人在非符

号（如点阵）和符号（如阿拉伯数字）数量比较的任务中的行为反应都呈现距离效应(Mundy 

& Gilmore, 2009; Sasanguie et al., 2012; Schneider et al., 2017)。个体在比较非符号和符号数量

时激活了相同的大脑后顶叶区域，显示两种表征有共同的认知神经基础(Piazza, 2010)。再有，

ANS 表征准确性的个体差异还与符号化数学表现的个体差异相关(vanMarle et al., 2014; Chu 

et al., 2016; Mou et al., 2018; Starr et al., 2018; Wang et al., 2020; 元分析见 Chen & Li，2014；

Fazio et al., 2014; Schneider et al., 2017)。而且在训练基于 ANS 的数量加减运算后（例如估算

两个点阵加合后的数量），儿童和成人的符号化数字运算成绩也得到提高(Hyde et al., 2014; 

Szkudlarek & Brannon, 2018)；这显示出两者之间可能的因果关系。 

然而，一些研究发现个体的 ANS 准确性和符号化数字以及一般性数学学习并无显著相

关(Negen & Sarnecka, 2015; 综述见 De Smedt et al., 2013)。一些报告里的相关性可能是因为

测试 ANS 和其他数学能力的任务都包含了一般性认知能力，而当控制了这些一般性认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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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后两者不再相关(Fuhs & McNeil, 2013; Gilmore et al., 2013; 但见 Keller & Libertus, 2015)。

所以基于 ANS 的非符号数量表征和符号数字是否有数量概念上的独特联系，或者说两者是

否相对独立，仍然是有争议的问题(Barner, 2017; Chen & Li, 2014; Gilmore & Cragg, 2018; 

Sasanguie et al., 2014)。 

因本文篇幅所限，相关的理论争论和实验证据请见本段引用的相关文献。简言之，非符

号数量表征和符号数字的关系问题还有争议。那么，对于比整数更复杂的分数概念而言，其

非符号和符号表征又呈现出怎样的关系？下文将介绍关于分数的非符号和符号表征及其关

系；之后，我们参照现有关于整数的研究发现及争论（如非符号和符号数量表征两者之间是

否有独特相关或因果关系），讨论对分数而言其非符号表征是否是符号表征认知基础。 

3 非符号比例表征 

人类和一些非人类动物不仅能表征单个的非符号数量（整数），还能表征两个非符号数

量之间的比例关系，而且这样的表征也是基于 ANS 的。例如恒河猴在看到两条长短不同的

目标线段对后，可以在备选项中选出长短比例与目标线段对一致的线段对，即便备选线段对

和目标线段对的绝对长度并不一样(Vallentin & Nieder, 2008)；在另一个研究中，恒河猴观看

左右同时呈现的一对比例图片，其中每个比例由白色和黑色图形的数量之比组成。结果发现

在控制了图形的绝对数量后，恒河猴依然可以判断出哪个图片中的数量比例更大(Drucker et 

al., 2016)。而且，这些动物在判断比例时显示出距离效应，表明可能是用 ANS 表征比例信

息。 

人类个体从婴儿期起也能表征两个数量之间的比例。例如 6 个月的婴儿在对一个数量

比例产生视觉习惯化后（如 1：4 由一定数量的蓝色点子和 4 倍数量的黄色点子表示），他们

注视含有新比例的图片（如 1：2）比原有比例（1：4）的时间更久(McCrink & Wynn, 2007)。

而且，这些婴儿能区分 1：4 和 1：2（两个比例相差 2 倍），但不能区分 1：3 和 1：2（两个

比例相差 1.5 倍）。婴儿对数量比例的区分也受它们之间的数量距离差异调控，表明他们是

可能用 ANS 在表征数量比例。还有研究发现 8 个月的婴儿看到箱子里装有大量红色和白色

ch
in

aX
iv

:2
02

10
7.

00
01

8v
1



6 

 

小球且红球数量远多于白球时，他们期望主试随机抽出的球里也是红球比白球多，而不是白

球比红球多(Xu & Garcia, 2008)，这表明婴儿能根据总体里红白球的数量比例预测随机抽出

的样本中红白球的大致比例。 

儿童也表现出表征非符号比例的能力(辛自强, 刘国芳, 2011)。当 6-7 岁的儿童看到某个

几何图形有 1/2 的面积被涂上黄色，他们能选出一个也有 1/2 被涂黄色的另一种几何图形来

跟原图形的比例进行匹配(Goswami, 1989)。一些研究还用果汁浓度配兑任务来考察儿童表征

非符号比例的能力(Boyer & Levine, 2015; Boyer et al., 2008)。实验中红色条状的长度代表纯

果汁的量，而蓝色条状的长度代表水的量。红色占红蓝总长度的比值越大，则代表果汁的浓

度越大。在看到一个目标浓度后，儿童能从两个备选项中选取跟目标浓度相同的选项，即便

该选项的条状总长度和目标浓度的不一样（即条状总长度不同但红色占总条状的长度比例相

同；Boyer et al., 2008）；或者他们能将目标浓度转换到一条数轴上大致标记出来(Mohring et 

al., 2016)。此外 9 岁的儿童还认识到同一浓度可以由不同的数量对来表示。比如他们认识到

3 份果汁和 9 份水表示的果汁浓度跟 2 份果汁和 6 份水的浓度（即 3：（3+9） = 2：（2+6））

是一样的(Boyer & Levine, 2012)。 

有趣的是，如果代表纯果汁和水的两种条状上下叠放，儿童的判断较好；而当纯果汁和

水左右并排时，儿童的判断则较差(Möhring et al., 2016)。这可能是因为上下叠放能更好地反

映出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而左右并排更易于反映部分和部分（而非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因

此更难估计浓度(Möhring et al., 2016)。此外，如果纯果汁和水的量不是以连续的条状而是以

可数的离散的小块来表示，许多儿童则难以准确表征浓度；这可能是因为在用离散小块时，

儿童倾向于去数红蓝这两个成分各自的数量，而不是去表征它们的比例关系(Boyer et al., 

2008; 类似发现见 Begolli et al., 2020; 辛自强, 韩玉蕾, 2014)。这些发现表明儿童的非符号

比例表征容易受到数量表现形式的影响，显示出不稳定性。 

4 非符号数量表征与符号分数表征的关系 

 儿童对单个数量（整数）和两个数量构成的比例都能进行 ANS 非符号数量表征，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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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些非符号数量表征与符号分数表征密切相关(Jordan, Rodrigues, et al., 2017; 

Siegler et al., 2013)。在这个假设里，将非符号和符号表征联系起来的核心就是这两者本质上

都是在表征“量”。理解符号分数的关键，是理解它的数值（即是“量”）是多大以及这个数

值和其他分数的关系。ANS 的非符号表征提供了“量”这个基础，而个体在学习符号化分数

时就把其对应的量与 ANS 表征进行匹配。需要提及的是，这个假设强调了 ANS 表征对符号

分数表征的关系，但它并不严格区分究竟是对单个数量（整数）的非符号表征还是对比例的

非符号表征与符号分数表征相关。有研究者近来更明确提出，符号分数表征可能并不基于对

单个数量的非符号表征，而是只与对比例的非符号表征相关(Matthews et al., 2016)。为了厘

清这一问题，我们梳理符号分数表征分别和单个数量（整数）以及比例的非符号表征的关系。 

 一项研究显示五年级学生对单个数量（整数）的非符号表征越准确（比较点阵的数量大

小），其符号分数表现（比较符号分数的大小以及符号分数的数轴估计）也越好(Fazio et al., 

2014)。这表明单个数量的非符号表征和符号分数表征有关。但是，其他研究则报告在同时

纳入一般性认知和语言等因素后，三年级学生对单个数量的非符号表征准确性不能预测符号

分数概念理解（填涂图形表示符号分数、分数比较、数轴上标记分数）、分数程序性知识（加

减计算及应用题）以及一般性数学成就(Jordan et al., 2013)。总体看来，目前检查基于 ANS

的单个数量的非符号表征和符号分数表征关系的研究较少，而且对两者的相关关系还得到不

一致的发现。 

对非符号比例表征和符号分数表征关系而言，小学儿童和成人在比较两个非符号比例

（比例由两条竖线的长度之比表示）、两个符号分数、或者一个非符号比例和一个符号分数

时都表现出了距离效应，而且比较两个非符号比例的反应时快于另外两者(Kalra et al., 2020)。

这显示数量比例不论是以非符号还是符号形式表达出来，个体都能将它们的形式进行转化并

比较；而且，因为比较两个非符号比例的反应时最短，研究者认为个体是将这些不同形式的

比例都转化为非符号表征进行比较，并以此推测非符号的比例表征是符号分数表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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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ra et al., 2020)。 

此外，9 岁儿童的非符号比例匹配准确性（果汁浓度配比）与其符号分数测验综合成绩

（如比较符号分数值大小，分数加减法等）有显著相关(Möhring et al., 2016)。也有研究报告

五年级儿童在果汁浓度匹配中的正确率相关于其符号分数概念理解（如分数数值大小），但

不相关于符号化分数运算(Hansen et al., 2015)。除了相关性检验外，用果汁浓度任务来训练

四年级学生的非符号比例表征准确性大约一周后，这些学生的符号分数成绩也得到了提高

(Gouet et al., 2020)。该训练结果预示了非符号比例和符号分数表征之间可能的因果联系。 

再有，认知神经研究的结果也支持非符号比例表征和符号分数表征有关。脑电研究显示

成人在比较非符号比例与符号分数大小时在前额叶和顶叶的 P2、N3、P3 等 ERP 都呈现距

离效应，显示在比较不同形式的分数时大脑有相似的神经加工过程(Zhang et al., 2013)。脑成

像研究显示，个体在反复看到某一个比例并产生适应性后再看到另一个比例时会在前顶内沟

（anterior intraparietal sulcus）和前额叶皮层有显著激活，而且激活强度随两个比例的距离差

异而变化(ANS 特征; Jacob & Nieder, 2009a, 2009b)。这些实验的关键之处在于，大脑活动的

距离效应在比例信息以非符号化（如长度为 1:5 的两根竖直排布的横线，或红色与蓝色的数

量比为 5:10 的红蓝点阵）或符号化（如“3/6”，“halb”, halb 在德语中表示一半）方式呈现

时都能被观察到，这显示非符号比例和符号分数表征享有共同的神经基础。Mock 等(2018)

也发现成人在比较以不同形式呈现的非符号比例或符号分数时（非符号比例有饼图和点阵两

种表现形式；符号分数有阿拉伯数字分数和小数两种形式），顶内沟和前额叶在符号或非符

号条件中均有激活。相似的发现在儿童研究中也被观察到。Park 等人(2018)让二年级和五年

级学生比较两个非符号比例（两根竖线的长度之比）、或两个符号分数、或一个为符号分数

而另一个为非符号比例。不论哪种情况，顶叶和前额叶皮层的激活均呈现距离效应。这些结

果都表明大脑对非符号比例与符号分数的表征和加工可能有共同的神经机制，显示了两者在

大脑神经水平上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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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为和认知神经研究结果来看，比起单个数量的非符号表征，非符号比例表征和符号

分数表征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新近有研究专门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Matthews 和 Lewis

等 (2016) 发现成人的非符号比例匹配准确性（线段对的长度比例、两个点阵的数量比例）

可以预测其符号分数表现（分数数值比较、分数数轴估计、概念和程序性分数知识纸笔测试）

以及代数知识。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还测量了个体对单个数量的非符号表征准确性（如比

较两组点阵的数量多少，两条线段的长短；即通常意义上的 ANS 表征准确性）。结果发现当

没有纳入非符号比例表征准确性时，对单个数量的非符号表征准确性与符号分数比较成绩、

分数概念程序知识以及代数知识相关；但是，在纳入非符号化比例准确性后，该变量能显著

预测符号分数和代数成绩，但单个数量的非符号数量表征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这个研究强

调了是对比例而非对单个数量的非符号表征与符号化分数表征密切相关。 

由此，这些研究者还进一步提出非符号比例表征并不基于 ANS，而是基于另一个专用

以表征和加工比例信息的比例加工系统(Ratio Processing System, RPS; Matthews & Chesney, 

2015; Matthews et al., 2016)。这个假设提出的原因是这些研究者认为 ANS 为可计数的整数

的符号化表征提供认知基础，但分数有别于可计数的整数（例如很难靠计数的方式数出 3/5

这个数量），因此 ANS 难以作为分数学习的认知基础；但是，RPS 这个系统则专用于表征非

符号的比例信息。在这个假设里，是 RPS 而非 ANS 才是符号分数表征的认知基础(Matthews 

& Chesney, 2015; Matthews et al., 2016)。 

对 RPS 存在的支持证据还来自另外一项实验(Park et al., 2020)。学前儿童、小学儿童和

成人判断由非符号数量表示的比例大小（有线段长度、点阵数量或者图形面积三种形式），

并且也判断这些非符号形式表达的单个数量本身的数值大小（如一条线段比另一条线段更长

或更短；即测量 ANS 表征准确性）。结果显示个体在某一类非符号比例任务中的表现与其他

类非符号比例的表现相关，且这样的相关性总体要高于这类比例比较的表现和同类单个数量

比较表现的相关性（例如，由线条表示的比例任务的成绩，更能由面积表示的比例比较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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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预测，而不是比较线条单个数量的任务成绩来预测）。这些研究者认为这样的发现说明了

对非符号比例的表征可能是基于专门表征比例关系的认知系统RPS，而不是一般性的ANS。 

近来还有研究者检查一般儿童和成人以及患有失算症（dyscalculia）的成人的非符号比

例表征和符号分数表征(Bhatia, et al., 2020)。结果显示这些群体都可能使用 RPS 来表征非符

号比例信息，且该系统可能支持非符号比例表征和符号分数表征的匹配。这些发现表明 RPS

可能广泛存在于不同人群群体中。 

5 尚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通过前文综述，我们看到人类个体从婴幼儿期开始就显示出了表征和加工非符号比例的

能力，但这样的能力在儿童期可能受数量表达形式的影响显示出不稳定性；此外，这种非符

号数量表征与符号分数表征在行为和大脑神经活动层面都表现出相关关系。但是我们也需要

看到这样的相关关系目前尚有争议。要更准确地理解两者的关系，我们还需在以下方面做出

更多探索： 

（1）目前有研究发现非符号数量表征（单个数量或数量间的比例）和符号分数表征之间

有相关，但还需进一步检验这样的相关是否反映出两者在数量概念上的独特联系。现有关于

对整数的研究显示，非符号和符号数量表征两者的相关性可能并不源于它们独特的数量概念

上的联系，而是由一般性认知或语言等其他因素造成的 (Fuchs & McNeil, 2013; Gilmore et al., 

2013)。相比于整数而言，比例或分数(不论是非符号化还是符号化)包含了两个成分(a/b; Fazio 

et al., 2014)，所以表征时可能需要更多一般认知能力的参与。个体需要同时表征两个成分（分

子和分母）并计算两者的比值，同时抑制把其中任何单个成分的值当作分数值的反应。这一

系列的加工都不仅限于对非符号或符号的数量表征，而是包含了多种认知加工和计算。有认

知神经研究的确发现非符号比例和符号化分数表征所共同激活的脑区中，有的本身与注意、

记忆、抑制控制等一般性认知有关(Mock et al., 2019 )。Cui 等(2020)也发现加工符号分数激活

了与语义加工相关的左颞中回等脑区（left middle temporal gyrus, left MTG），这显示大脑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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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分数时可能在提取跟数学规则相关的语义知识（如分数值取决于分子和分母的比值）。这些

发现都突显了在考虑非符号和符号数量表征相关性时要检查多种一般性认知因素的作用。但

是，前文回顾的多数关于分数的研究尚未严格检查这些因素的可能影响(但见 Matthews et al., 

2016)，所以即便目前我们看到了非符号数量和符号分数表征的相关，但对于该相关性的本质

仍了解不足。这是未来研究尤其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2）如果非符号数量表征和符号分数表征确有相关，那么这样的相关是否必然说明前

者是后者的认知基础，即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目前多数研究只检查两者的同时性相关，故

难以得出两者的因果关系如何。而且，目前一些关于整数的行为和大脑认知神经追踪研究发

现，与基于 ANS 的非符号数量表征是符号数字表征的认知基础这一假设所预测的情况相反，

个体的 ANS 表征准确性并不能预测其之后的符号数字成绩，而是符号数字成绩预测之后的

ANS 表征准确性(Lyons et al., 2018; Matejko & Ansari, 2016; Suárez-Pellicioni & Booth, 2018; 

但见 Elliott et al., 2018 报告的双向预测)。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符号数字表征从本质上讲更为

准确，且长期的符号化表征训练可提高个体的非符号数量表征的准确性(Lyons et al., 2018; 

Matejko & Ansari, 2016)。那么，对分数的表征是否也有这样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

们需要用追踪研究在时间先后顺序上检查非符号数量表征对符号分数表征的影响，以及通过

训练的方式检查是否对非符号数量的训练能引起符号表征的变化(Gout et al., 2020)。而且，

这样的检查还需要是双向的，即既检查非符号数量表征对符号分数表征的预测作用，也检查

符号分数表征对非符号数量表征的预测作用。这些严格检验在目前的分数研究中尚未看到，

而这应该是之后关于分数学习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 

 （3）如果非符号数量表征和符号分数表征确有相关（甚至有因果关系），那么前者究竟

是如何支持对后者的学习的？有研究者提出非符号数量表征和符号分数表征有所联系的关

键是个体理解了两者都表示“量”这个概念(Jordan, Resnick, et al., 2017; Siegler et al., 2013)。

但分数的符号化表征是要表达一个准确唯一的数值，而非符号数量表征（不管是对单个数量

还是对比例）从本质上讲是近似模糊的（例如非符号数量表征无法准确表征 3/4 这个分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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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那么符号分数表征是如何在非符号表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问题在整数的数

量表征中也存在(对整数数字准确数量含义的理解如何建立于近似数量表征的基础上; 

Gallistel, 2007)。一些研究者已开始尝试回答这一问题。例如 vanMarle 等（2016）发现儿童

对数词概念的学习既需要 ANS 提供数量表征，也需要 OTS 提供对个体的精确表征；而且这

两个系统的贡献可能是在语言的作用下逐渐整合到一起(Spelke, 2011)。这也符合数概念的习

得是基于数量特异信息（如 ANS 表征）、语言和一般性认知（如抑制控制等）等多个认知来

源的假设(Dehaene et al., 2003; LeFevre et al., 2010)。这些实验发现和理论假设对我们理解对

分数的非符号和符号表征的关系也提供了参考：非符号数量表征为理解符号分数的数值提供

了基本的数量信息，这可能使个体表征作为一个整体代表的“量”，而不是构成它的各个成

分(Siegler et al., 2013)。但是，这样的数量信息并不十分准确；此时还需要语言或其他一般性

认知能力来将这个非符号-符号的匹配过程精确化，从而形成准确唯一的符号分数表征。当

然，对分数的符号表征是如何在非符号数量表征基础上一步步建立起来的；非符号数量表征、

一般性认知及语言等多种认知因素在符号分数学习中如何具体协同作用，以及它们的作用是

否随着个体处在不同的分数学习阶段而不同？目前还很少有研究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

探索，这是有待未来研究关注的地方。 

 （4）现有研究显示相对于对单个数量（整数）的非符号表征而言，对数量比例的非符

号表征和符号分数表征有更密切相关。然而，我们是否能以此认为非符号比例表征是由一个

有别于 ANS 的专门处理数量比例信息的 RPS 所支持，以及更进一步认为符号分数的认知基

础是 RPS(Matthews et al., 2016)？上文提到支持 RPS 假设的一些实验证据，例如是 RPS（由

非符号比例表征准确性指示）而不是 ANS（由单个数量的非符号数量表征准确性指示）是

预测符号化分数表现的显著变量(Matthews et al., 2016)。但是，有一种可能是实验任务里测

得的非符号比例表征准确性是 ANS 表征准确性和快速运算能力的综合体现。例如，在非符

号比例任务中个体用 ANS 表征两个数量，然后再快速计算出两者的比例关系（即形成一个

非符号比例表征），最后对需要比较的两个比例进行大小判断。这也可以解释测得的 RPS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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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 对符号分数表征更具预测力的现象（即测得的非符号比例的反应既包含 ANS 表征准确

性还包含计算加工）。同样的，这一假设也可用于解释为何不同类型刺激的非符号比例表征

准确性之间的相关性要高于同类的单个数量表征的准确性(Park et al., 2020; 但见 Matthews 

& Chesney, 2015 关于表征比例信息反应时的更多讨论)。因为目前的研究并未纳入个体对数

量关系的计算能力进行考虑，所以这样的备择解释目前还不能被排除。 

 此外，如果 RPS 是一个独立于 ANS 的表征系统，那它是否也有独立于 ANS 的认知神

经基础？目前关于 ANS 的认知神经研究发现人类和非人类动物对单个数量（整数）和比例

的非符号表征和加工共同激活了大脑顶内沟（Intraparietal Sulcus, IPS）等脑区(Hyde & Mou, 

2015; Mock, et al.,2018; Nieder, 2016; Piazza, 2010)，但目前尚无明显证据表明表征非符号比

例和单个数量各自激活了相对独立的大脑区域。因此，我们还需要更明确的行为和大脑神经

证据来断定是否有一个独立于 ANS 的专门处理比例数量信息的表征系统存在。 

 总体而言，目前的研究表明自婴幼儿期起我们便具有了表征非符号数量表征能力；这样

的表征，尤其是对非符号数量比例关系的表征，和符号分数表征有一定关联。然而，这两者

关系的稳定性和因果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并且我们还需更多研究来揭示在非符号数量表征

基础之上形成符号分数表征的认知机制。所得到的关于非符号和符号分数表征加工关系的发

现，将会促进我们对于初级的数量表征加工能力和正式符号数学学习之间关系的了解，从而

更好认识人类数学学习的认知来源并发展出更为有效的促进符号数学学习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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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 between non-symbolic magnitude representation and 

symbolic fraction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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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presenting the numerical value of symbolic fraction is central to the conceptual learning of 

symbolic fracti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symbolic fraction has been hypothesized to be built 

on non-symbolic magnitude representation (e.g., representing the magnitude of a set, or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wo magnitudes) that exists since human early infancy. The supportive 

evidence includes that non-symbolic magnitude representation, especially the non-symbolic 

representation for the proportion between quantities, is correlated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for 

symbolic fraction in behavioral and brain neural responses. However,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determine the unique and causal relation between non-symbolic magnitude 

representation and symbolic fraction representation, and to clarify the specific cognitive 

mechanism underlying symbolic fraction representation. 

    

Key words: non-symbolic magnitude representation, ratio processing system, non-symbolic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non-symbolic fraction representation, symbolic fraction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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